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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城市群发展方式更易实现的目标。 影响城市群人口聚散的

驱动因素有些方面与城市类似:可分为由资源环境决定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

服务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 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内在与外在要素分别通

过内链与外链形成两条相互影响的驱动路径共同影响人口聚散;有些则不同:城市群内各

城市间可通过“规模借用冶与“功能借用冶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更易于克服内在和外在

驱动因素壁垒,整体实现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更高配置效率。 在对城市群人口聚散规

律及驱动因素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引入资源要素与政策要

素,并以首都都市圈中“一核两翼冶结构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探究各驱动要素对人口聚

散的作用强度与实现路径。 实现人口疏解与承接的关键是提高城市间要素的可替代性与

驱动弹性,城市群间可通过合作机制(借用规模)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 在此基础上,
提出促进城市群人口数量和分布合理化的思路:正确认识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与城市功能

定位的内涵;以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契机,强化市场作用,以产业合理布局带动城市间人口

合理分布;改革管理体制,降低省际边界障碍和户籍障碍,推进城市群内部的公共服务与

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促进形成与城市群和群中各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人口聚散形式。
关键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人口聚散;驱动要素;规模借用;功能借用

中图分类号:C92;F127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 4970(2023)06 0103 17

摇 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

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

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和国土空间体系。冶 [1]并提出要“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冶 [1] 城市群是中央明确的中国新型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主体,都市圈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先行区。 由

于城市群在人口、产业、空间等方面具有聚集效

应优势,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能
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民共同

富裕,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2]。 新时代的人口安全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多
样性、长期性、扩散性等特征,包括了人口总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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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流动安全等构成因素[3]。
人口规模控制和人口结构优化是影响大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基本变量[4],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然而,我国

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还很不均衡,实际发展出现

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群整体人口和经济增长

都乏力,没有体现出“1+3伊0郾 5+5伊0郾 1>3冶淤这样

的活力,城市群实际上不“成群冶。 另一种是城

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口空间结构不合理,普遍存在

人口分布时空失衡与资源要素错配的人口集聚

问题,内部各城市也出现了分化:一方面,少数大

城市于的“城市病冶仍然严重,集聚阴影特征比较

明显,“内极密外极疏冶的圈层结构导致城市中

心区人口拥挤效应明显,职住分离特征显著,加
上户籍人口的中心聚集与低流动性,加剧了人口

老化,进而也削弱了大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工
作机会少和包容性差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增长

乏力甚至开始缩减,土地、教育、医疗、就业机会

等资源要素的不均衡造成了城市群内部差距较

大、就业地与居住地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尤其

是中心城区)和周边的中小城市之间无法连成

片。 这种情况下,城市群“发展冶成了一群问题

更多的城市,受资源条件和政策约束影响较大的

京津冀城市群尤其明显。 造成这两种城市群发

展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如何解决城市群发

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如何促进城市群内部的

人口流动从而提高城市群的整体效能? 要系统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晰城市群人口聚散规

律与城市的异同,厘清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和驱

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的思路和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理论而言,空间相近且存在密切政治经济

联系的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会决定城市群的人

口集聚方式及整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 在城市

群中,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可以使得中小城

市通过“规模借用冶与“功能借用冶进行要素流

动与人口聚集,从而体现出比单个城市相加更

好的活力。
1. “规模借用冶与“功能借用冶的提出和适

用性

“规模借用冶最早由 Alonso 提出,其从城市

系统的角度提出一个国家的城市是一个由相关

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

城市的规模和经济活动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个城

市的规模和经济活动。 Alonso 认为靠近人口中

心的小城市或都市区可以通过对大城市规模与

高端功能的借用来推动自身城市生产率的提

高,表现出与大城市相类似的特征,这意味着小

城市可以“借用冶其邻近大城市的集聚经济益

处,同时避免集聚的成本[5]。 20 多年之后,
Hepworth 等学者对伦敦附近的小城市进行研

究,进一步印证了借用规模效应的存在[6鄄8],并
由此引起了学者对“规模借用冶的关注,尤其是

Meijers 等学者从概念、维度以及区域差异性等

方面对“规模借用冶进行了深入研究。

淤这是用 1 代表城市群中的大城市、0郾 5 代表中等城市(3
个)、0郾 1 代表小城市(5 个)的比喻表达。

于为围绕本主题(城市群)的叙述简便,本研究中的大城

市并非按《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

也2014页51 号)界定的大城市,而指城市群中规模最大或次之

的中心城市,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京津。 中小城市亦然,都只

是在城市群这个具体语境下的相对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冶,
这其中的大中小城市也是类似的相对描述,并不确指前述分

类中的大中小城市概念。

Burger 等通过文化设施数量测度了城市的

借用规模,指出小城市通过借用规模扩大了其

劳动力市场,但也有部分小城市会面临集聚阴

影[9]。 随后,Meijers 等从规模和范围两个方面

拓展了“规模借用冶的概念,将其分为绩效和功

能维度,前者主要是指经济表现;后者则指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借用功能使得城市更好地享受

集聚收益,从而表现出比孤立情况更好的绩效。
在范围方面,借用规模的概念不仅限于小城市,
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规模借用同样重要。 较大的

城市通常借用功能维度的优势,而较小的城市

通常借用绩效维度的优势,而且与其他城市紧

密结合、功能整合更好的城市可以更有效地克

服竞争的负面影响,减少集聚的阴影。 从地域

上来看,借用规模在多中心城市区域具有更高

的出现频率,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更多地在同

规模多中心城市区域中发生,单中心城市的规

模和功能具有很强相关性,相同功能的临近城

市更容易借用规模[10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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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借用冶不仅适用于邻近大城市的小

城市,同样适用于不邻近大城市的小城市。
Hesse 基于卢森堡的案例对“飞地空间冶进行的

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他提出,飞地空间的

成功可以用借用规模来解释,小城市的规模借

用已不再依赖于城市之间物理上的距离,而是

通过企业关系、市场渗透以及信息和通信网络

来实现[12]。
关于“功能借用冶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将其

纳入“规模借用冶研究范围,较少对其进行单独

论述,认为“规模借用冶主要是基于各城市的不

同功能。 Burger 等认为一个区域中相对较大的

城市比较小的城市更能借用规模,是因为其拥

有更多的功能[9]。 Camagni 等明确区分了“规
模借用冶和“功能借用冶,认为这两种效应对于

不同规模的城市可能有不同的强度和方向:
“功能借用冶主要是期望为小城市带来更多优

势,因为其较少具有高级功能,但可以通过在同

一区域背景下接近强城市来“借用冶高级功能,
因此,它们的人口可能比预期要多;“规模借

用冶有望为大城市带来好处,这些城市能够更

好地利用其区域 /大都市系统中更大的专属市

场为其服务公司提供服务[13]。
2. 我国学者对“规模借用冶和“功能借用冶

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对“规模借

用冶和“功能借用冶的研究,并逐渐将研究重点

置于城市群之中,重点验证了城市群中的规模

借用和功能借用现象以及发生机制,研究结果

普遍证实了小城市对大城市存在规模与功能的

借用,并且提升了小城市的生产效率。 姚常成

等从绩效和功能两个维度的研究表明,绩效规

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

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

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

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通达

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

用效果[14]。 然而,功能借用和规模借用都存在

门槛效应,规模借用的门槛更高[15]。 赵渺希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大于和小于 10 万人的城镇分

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16];李
倩提出,人口规模仍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设施

布局及实现借用规模与否的重要基础,郊区的

街道城镇需要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才能进一步

通过良好的通达性借用规模[17];孙军等的研究

表明,在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规模超过 635 万

才可实现对上海的功能借用,低于这个人口规

模则可能出现集聚阴影[18]。 从距离上来看,小
城市的借用规模和借用功能会随地理距离的增

加而衰减,借用功能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较小。
一些中小城市可以通过借助省内一体化实现对

大城市功能的间接借用,因此,多中心且功能互

补的城市网络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借用规模和借

用功能。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各

行业不断融合,区域交通的通达性、技术合作网

络的完善、网络普及率及城市群网络外部性能

够有效弥补城市自身人口规模不足,促进规模

借用和功能借用效应[18鄄21]。
3. 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规模借用冶和“功
能借用冶进行了研究,主要对两种效应的存在

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尤其关注城市之

间的距离,但并未将这些因素纳入一个整体分

析框架来明晰城市群人口的聚散规律以及与城

市人口聚散规律的不同。 此外,由于我国城市

群发展受政策的影响较大,使得城市群这个复

杂系统中他组织的作用和自组织的作用同等重

要。 自组织性表现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干预下,
各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在空间、时间和功能等

方面走向有序,并不断向更高层次进行演化发

展。 当前,我国已经有 4 个城市群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其他城市群虽然不是国家战略,但也

是我国重点发展的区域,城市群的他组织性不

断增强。 国家战略的实施就是要通过政策的实

施加强区域内部整合,并持续从外界输入资金、
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扩大其负熵流,
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使系统不断涌现

出新的性质,逐渐走向新的均衡[22]。 在开放的

城市系统中,由于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城市网络

以及数字化的不断提升,城市群中人口聚散的

规律也在发生变化,且与城市人口的聚散规律

有很大区别。
在城市群中,存在人口聚集效应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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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好的基础设

施,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借用大城市的人力资

源和基础设施进行产业升级或与大城市形成产

业配合成为一种可能,这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大

城市人口“过载冶问题并扩展中小城市的劳动

力市场淤,弥补中小城市发展要素不足的缺陷,
最终形成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多中心城市网

络,实现多头联动、各有所长的城市群发展格

局[23]。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城市功能互补和

经济联系的分工与协作,可实现不同规模城市

的人口与经济的自身协调和整体配合,从而使

得整个城市群功能最大化和最优化。 历史经验

也表明,城市群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城市群把经济密切联系的大中小城

市结合在一起,可能构建出互补的城市职能体

系,进而实现人口、产业、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发

展要素的合理聚散效应和均衡发展格局。
然而,在实际发展中,我国一些城市群出现

了中心外围城市一体化不足、人口分布不均衡、
中心城市(区)和周边的中小城市之间无法连

成片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晰

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与城市的异同。 在既往研

究中,人口聚散的静态格局与动态变化过程是

研究的重点内容,研究的基础概念包括城市人

口、城区人口和城市群人口于:多数学者依托于

产业集聚、经济集聚、环境承载力等与人口结合

进行专业化集聚模式研究,主要聚焦点在于人

口空间集聚与产业集聚的互动 关 联 式 研

究[24鄄25]、人口劳动力集聚与经济集聚的因果关

联研究[26鄄28] 以及人口规模集聚与环境承载力

的匹配关联研究等方面[14,28]。 但总体来看,大
多均是以人口集聚为约束条件或目标值域来研

究其他专业化集聚的内容,少有直接针对人口

聚散的研究,且没有区分前述三类人口,研究出

的这些规律难以反映中国城市群人口聚散的情

况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因此,本研究旨在以

城市群人口聚散形式为切入点,基于“规模借

用冶和“功能借用冶构建分析框架,辨析城市群

人口聚散规律与驱动机制相对城市而言的特殊

性:在一般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资源要素与政

策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对人口聚散的驱动要素

加以识别;之后,通过案例进行验证与仿真,探

究各要素对人口聚散的作用强度与影响方式,
并最终提出促进城市群内部人口均衡发展的实

现路径和政策措施。

淤例如,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就大量

借助了上海的人力资源,虽然只是“星期天工程师冶性质。 在

高铁网络覆盖后,苏南、浙北的中小城市与上海之间的人力资

源交流远比“星期天工程师冶时代量大且影响面广泛,这是城

市群内部良性互动的体现。
于这几个概念的本质和应用到研究中的不足如下:城市

人口侧重于“城镇人口冶,以全国地县级市的城镇人口为研究

数据,然而中国的城市实际上是行政区,这实则是一种区域人

口;城区人口则是以设区市中的区为范围划定的人口,但因为

所谓城区并不等于建成区,多数城市核心区以外的区大部分

土地仍然是非建成区且相当数量的人的身份也未从农民转为

城镇居民,所以这实际上也不能真正反映城市人口情况;城市

群人口侧重于“常住人口冶,以官方确定的城市群内行政区划

的城市常住人口为研究数据,同样存在前述偏差。

二、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机制

作为承载人口和经济功能的主要空间载

体,我国城市群的均衡发展遇到了前述两方面

共性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对城市群人

口聚散的驱动要素进行梳理辨析,又需要就人

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之间

的协同问题进行研究。
基于过往研究,影响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

动因素与城市类似,可分为由生态环境、资源禀

赋、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其决定的就业岗位)
等主导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服务

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 但区别于城市,
城市群内部大城市通过丰富的要素集聚持续发

展,并能对群内中小城市起到协同带动作用,且
中小城市通过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使得内部

城市之间的正外部性逐渐超过单个城市集聚经

济的作用,成为优化产业结构与经济进一步增

长的潜力来源,促进了城市群内要素更加高效

的配置。 在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关联、相互替代

或内部借力中,能够发挥出比城市更高的回报

效应,这也正是城市群比单个大城市更易高效

发展的重要原因。 尤其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

时,封闭式的城市发展模型向开放式的城市群

系统模型转变,集聚经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
能够促进中小城市对大城市规模借用与功能借

用,这时集聚经济还需要考虑周边城市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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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影响。
城市群人口聚散主要受大城市的城市化进

程(包括速度和质量)的影响:大城市在发展初

期,凭借巨大的虹吸效应吸引周边腹地人口集

聚,处于中心化发展阶段;诱发聚集趋势的动因

主要是大城市的要素组合优势吸引各类经济体

和就业人口。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间交通

网络不断完善,大城市开始郊区化和区域化,大
城市的工商业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将在市场规

律和政府规划共同作用下出现离心扩散趋

势淤。 在促进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为了

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减少过度集

聚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会增加对周边城市

的财政支持,并聚焦因“人冶的高频跨城流动所

产生的问题,增强以“人冶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

服务的共建共享,人口也会因此而扩散[29]。 因

此,诱发扩散趋势的内在动因主要是大城市经

济社会要素的过度集聚引起了集聚不经济和周

边城市非农经济的日趋发达,外在动因则包括

大城市功能向周边的转移、周边城市公共服务

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政策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促

进于。 相较于西方国家城市的发展规律,我国

城市的分散化发展还受到强政府背景下的城市

群新区盂建设、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土地置换、
内城更新改造、 税 收、 户 籍 等 政 策 因 素 影

响[30鄄31]。 既有研究均认为,无论是聚集趋势还

是扩散趋势,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在其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是城市群人

口聚散的根本驱动要素,公共服务、政策导向等

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也是通过对影响经济规模

和产业结构的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环境

等)的影响体现出来的。
据此可构建城市群人口聚散要素分析框架

(图 1):在一个有活力(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城

市群中,大城市(中心城市)可通过城市群内要

素替代组合榆弱化资源环境方面的人口约束,
提升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中小城市(次中心城

市)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升级

等提升城市的留人刚性,并通过政策弹性促进

城市群形成内部结构合理、各有分工且相互配

合的产业结构,形成与大城市的规模借用和功

能借用,提升人口聚集吸引力。 城市群内合理

图 1摇 城市群人口聚散驱动要素分析

利用要素流动、留人刚性与政策弹性,可充分发

挥大城市的驱动效应与中小城市的比较优势,
通过结构合理的城市分工,形成有选择、有配合

的人口聚散形式,以使人口数量、结构都能更好

地满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需要。

淤中国的城市是面积广阔的行政区,因此在政府规划中

这种扩散往往局限于城区边界内(如北京市布局的亦庄新区

乃至更大的城市副中心),而非许多发达国家那样是市场经济

规律起主导作用(如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出现规模不经济

后,加拿大 500 强企业中有 60 多家将总部迁至其周边没有隶

属关系的密西沙加市)。
于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情况看,这两

方面是最近 10 年才开始显现的,且有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共

同的作用:前者在长三角表现得较明显,后者有雄安新区和深

汕特别合作区等实践。
盂在城市群范围内建设能够体现城市群重要功能的新

城,国家级的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南沙新区都属此类,后来的

雄安新区和深汕特别合作区也属于此类。
榆仅就城市而言,资源环境约束不一定是刚性的,但对于

城市群而言,人均资源需求既具有弹性也能在城市群内部城

市间相互借用。
虞功能定位会直接影响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从

而影响城市对不同人群的吸引力。 配合中心城市的功能定

位,其他城市也在互补及配套功能上获得发展优势,从而也会

影响其人口吸引力,这就是功能借用。

劳动力、资本及资源环境等内在要素,与功

能定位、公共服务、政策导向等外在要素,共同

作用于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互补

中,可形成两条驱动路径。
驱动路径一:资源环境、区位要素—功能定

位(互补)—政策弹性(成本 效益决策)—产业

结构—人口聚散。 即各城市资源环境、区位要

素因存在禀赋差异,可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形成

互补的、有配合的功能定位虞,在城市群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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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通过调整要素间投入比例来实现效益 成

本最大化,达到最优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决定

就业人口特征(在没有专门的人口迁入或定居

管制政策的情况下),从而影响城市群人口聚

散形式。 例如,当受到资源环境等要素制约,不
仅可决策是否继续开发利用资源提升经济发展

水平还是规避资源环境短板淤降低成本,还可

以利用城市群内部要素间的替代效应使资源环

境的“刚性冶减弱。 只要经济上“划算冶,城市群

可通过“要素替代性冶和“政策弹性冶来缓解资

源环境因素对某个城市(不一定是大城市)发

展的约束。 由此,城市群中某一城市水资源的

约束刚性可通过与其他城市协作进行水利工程

调水、引入节水产业和提高水价等措施解决,土
地资源的约束刚性也可通过城市群政策作用下

的合理布局乃至政策突破来解决于。 这样,如
果城市群不跨省,在中国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

下,突破水和土地资源约束的产业发展成果仍是

“肥水不流外人田冶,也因此政策突破易于实现。
一旦跨省,协作机制的有效性就是关键因素。

驱动路径二:劳动力、资本要素流动—公共

服务(共享)—留人刚性—经济发展—人口聚

散。 劳动力充沛、资本充裕的大城市政府对公

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大,其交通、教育、医疗

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也会更加完善,而
充分的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是就业因素以

外影响最大的留人要素。 在城市群中,如果破

除基于户籍的公共服务享受门槛,大城市更优

质和通常富余的公共服务可为城市群内的中小

城市不同程度地共享,加之城市群内更便利的

产业承接与产业协作机制和交通网络,中小城

市可获得大城市功能与规模的双重借用,进而

提高这些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与城市留人刚性,
促进自身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规模增长,提高

中小城市的城市总收益,从而影响城市群内部

的人口聚散盂,这也是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与

城市人口聚散规律的重要不同点。
上述两条驱动路径均是通过内在与外在要

素的共同配合来形成合理的人口聚散,这两条

驱动路径并非割裂而是相互联系的,如公共服

务的完善会进一步引导要素合理流动,从而推

动功能定位目标的实现,功能定位的倒逼机制

将促使城市积极响应城市群协同规划,出台与

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政策,两条驱动路径在发

展中互相强化,共同作用于城市群,以实现城市

群功能最大化和最优化,促进人口的合理聚

散榆。 此外,以人口聚散为目标的政策也会影

响公共服务政策,甚至是城市功能定位。 归根

到底,城市群系统下只有各城市要素自由流动,
功能定位明晰,分工配合互补,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才能形成较好的城市间规模借用和功能借

用,最终形成有选择、有配合的人口聚散,而与

经济发展适配的产业结构是城市群人口聚散的

根本驱动要素。

淤为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或降低环境风险,设置产业门槛

或出台企业的强制搬迁政策也属于此类决策。
于例如,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的建设用地刚性约束,就通

过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形式破解,用汕尾的土地、深圳的政策来

发挥替代作用。
盂2020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探索实行城

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 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

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户籍同

城化在宁波、舟山两地已有实践,既可使舟山享受到中心城市

宁波的部分公共服务,也有利于宁波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更
加促进了两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人口的合理聚散形式。

榆例如,长三角城市群基于产业的功能定位,发挥各自优

势: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增速最快,江苏在新材料和智能装备制

造领域形成优势,浙江信息服务行业发展迅猛,安徽则在装备

制造、新能源等工业领域拥有后发优势赶上。 长三角形成产

业细分领域的错位发展格局,从而带动人口相应的空间聚散。

三、模型构建与论证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可将城市群驱动机制

用数理模型进行表述:将产出最优状态下人口

承载力的驱动因素作为投入要素,人口承载力

是产出“最优冶的上限。 在一般生产函数的基

础上,考虑资源投入与政策刚性带来的影响,引
入资源要素与政策要素到生产函数中,对人口

聚散的驱动要素加以识别[32]。 此外,与一般生

产函数不同,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之间更紧密

的联系突破了原本城市的边界,使得驱动要素

流动性更强,通过功能互补、公共服务溢出与更

加密切的产业转移与协作,城市群内的城市均

可更低成本、更加便利地共享资源、服务及知识

技术投入,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得以体现。 本

研究将这一效应定义为城市群的正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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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入生产函数。 论证要点在于,以城市群为

主体的产业协作、服务共享与规模借用将作用

于驱动要素进行替代与互补,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与经济规模增长,以达到产出、人口最优状

态,形成合理的城市群人口聚散形式。 这样的

数理分析的创新点还在于以城市群为研究单

位,区别于城市:一方面,城市群内城市是我国

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相较于非城市群内的城

市,人口向城市群内城市迁移和集聚的态势明

显淤,研究其人口聚散规律更重要;另一方面,
城市群中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其自然条件有

更好的可替代性、大型公共设施有借用性、产业

发展条件可在群中相互调剂,在城市群内各城

市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布与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促进各方效益最大化,从而有效带动群内人

口的自由流动与合理聚散。
1. 模型构建

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由劳动(L)、资本(K)
的投入量以及技术进步(A)等因素共同决定,
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现为:Y = f(L,K,
A)。 但是,该函数未能反映出资源与政策因素

带来的影响效应,也未表达出城市群所独有的

正外部效应。 因此,在要素投入中将资源要素

(R)、政策要素(Pe)以及正外部效应(Wx)引入

生产函数,可将模型修正为:Y = f(Wx,L,K,R,
A,Pe)。 具体分析来看,记第 i 次产业的产出量

为 Yi,则 Yi可以表示为

Yi = WxAiPeiL琢i
i K茁i

i R酌i
i (1)

式中:Li、K i和 R i分别表示第 i 次产业中的劳动

投入、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琢i、茁i和 酌i分别为

Li、K i和 R i的产出弹性;Ai表示第 i 次产业的技

术效应系数;Pei表示第 i 次产业的政策效应系

数;Wx 代表城市群的正外部效应;记第 i 次产

业的投入成本为 C i,w i、ri和 ai分别为 Li、K i和

R i的价格,则
C i = 棕iLi + riK i + aiR i (2)

2. 模型论证

首先,论证城市群要素之间的流动性。 城

市群的产业由劳动力、资本及资源环境等内部

生产要素的成本决定,同时在政策、技术及城市

群正外部效应等外部要素的驱动下,内部生产

要素可以超越城市边界在城市群内充分的流

动,通过替代与互补实现更加优化的资源配置,
达到效益 成本的最大化。 例如,城市群内功能

互补的城市间进行产业协作与产业承接时(图
2),若只有劳动 L 与资本 K 两类要素投入,在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需调整劳动与资本

的要素投入比例,使得二者的等成本线 C1与等

产量线 Y1相切,达到初始均衡点 E1。 此时,考
虑政策激励以及城市群的正外部效应,城市群

中正向的政策激励、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便利化的知识技术,均可为城市群内的城市所

共享,这进一步降低了劳动、资本要素的投入成

本,从而扩大产出,提高城市的平均总收益,此
时,等成本曲线由 C1移动至 C2,劳动、资本要素

均有所提升,等产量线也由 Y1 提升至 Y2。 由

此,通过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紧密协作,可进一

步降低成本、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城市群整体的

经济效率,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更加合理的人

口聚散。

淤 对比 2000 年和 2020 年人口调查数据,从人口增长量

和增长率来看,城市群内城市 15 年间净增约 2郾 4 亿人,平均每

年增长 1200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5郾 4译,而非城市群城市下

降约 1郾 25 亿人。

图 2摇 城市群劳动 资源要素流动性分析

其次,论证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动因素弹

性。 在模型中引入资本、资源、技术、政策、城市

群正外部效应等要素,分析最合理人口集聚和

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探析产出“最优冶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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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刚性与政策弹性的交互影响。 记第 i 次产业

的利润水平为 仔i,则
仔i = 酌i - C i = WxAiPeiL琢i

i K茁i
i R酌i

i -
(棕iLi + 酌iK i + 琢iR i) (3)

摇 摇 对 Li 求偏导并使一阶偏导等于零,可得产

出最优时所能吸纳的人口上限,此时假设希克

斯中性技术进步,令 酌i = 1-琢i-茁i,则
WxAiPei琢iL琢i-1

i K茁i
i R酌i

i - 棕i = 0 (4)

lnLi =
1

1 - ai
ln

Ai

棕i
Pei琢iWx +

茁i

1 - 琢i
lnK i + 1 -

茁i

1 - 琢
æ
è
ç

ö
ø
÷

i

lnR i (5)

摇 摇 由式(5)可得产业最优状态下的人口上限

与劳动产出弹性、资本产出弹性、技术投入、资
源投入、政策变化以及城市群正外部效应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与上文人口聚散驱动要素分

析框架相互印证,各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如何影

响人口,可通过对城市群的仿真分析来进一步

论证。 利用该模型对上述城市群人口聚散驱动

要素进行仿真分析,能够有针对性地甄别不同

城市群中人口驱动要素的主次轻重,把握城市

群人口聚散规律,形成有选择、有配合的人口聚

散形式,使得人口数量、结构都能更好地满足城

市和城市群发展需要。
模型构建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

础,以城市群为研究单位,将劳动力、资本、技
术、资源、政策以及城市群正外部效应等驱动要

素纳入函数,并对驱动要素的流动性与驱动因

素弹性进行论证,与“规模借用冶理论中通过要

素流动影响经济产出,强化知识的溢出效应,城
市网络的发展和交通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进一步拓宽集聚经济的作用范围,促进公

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进而带动人口聚散,加强不

同城市间的联系,从而帮助周边城市发展和降低

大城市功能过载、实现多头联动的城市群发展格

局这一观点相契合。 本研究所提出的城市群人

口聚散驱动要素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都是以内

部城市联结性较强、要素间自由流动的真正城市

群为研究对象,真正的城市群应当是群内城市联

系密切且成本较低(指交通和信息一体化),分
工清晰且互补(指经济发展上的产业配套全但各

有分工、社会发展上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

易于共享)的空间形态。 当前,都市圈的概念最

为接近此次所研究的真正的城市群。

四、主要结果分析

当前,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逐渐成为推动城市

群一体化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 作为区域发展

的增长极,都市圈发达的经济水平和优质的公共

服务资源对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吸纳流动

人口的主体空间,也是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是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经发展阶

段,也是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

撑。 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建设中,雄安新区和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两翼的建设尤其重要,
两翼的建设能够放大北京对天津和河北各地的

辐射带动作用,并促进京津冀空间格局优化发

展。 雄安新区的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的集中承载地,同时也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极,而北京城

市副中心(通州)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主
要功能是承接北京市级行政办公功能疏解、吸引

中心城区商务服务功能转移。 “一核两翼冶的结

构就是要培育新的空间发展增长极与辐射面,打
破传统的省界限制,形成更合理的城市群内部结

构和更合乎市场规律的人口聚散。 因此,京津冀

城市群中,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在规模和发展

形态上更接近学术中的都市圈概念,形成事实上

的都市圈。 本研究以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为

典型案例,一是因为在城市群的范围上,三地形

成了较为精简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结构;二是

因为城市副中心与雄安功能定位明晰,与北京联

结性更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区域、
雄安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未来有望进一步降

低行政壁垒,推动高效率组织体系,消除户籍壁

垒,形成一体化的都市圈。 因此,以北京 城市副

中心 雄安为案例进行仿真分析,可为京津冀及其

他城市群的人口聚散政策提供更精细化的指导。
1. 现状和问题

现代首都都市圈中的“一核两翼冶结构在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有不可比拟的自身优

势:北京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能
够发挥纽带作用和酵母效应;中小城市雄安与

·011·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副中心有着突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
能够有效运用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效应。 三地

的自身优势与内部联结结构影响着人口聚散形

式,首都核心“一核冶功能优化提升,进一步增

强其辐射带动能力,作为“两翼冶的北京城市副

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分别为改造城市与新生

城市,也在城市协同发展效应下得到明显提升,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图 3摇 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人口聚散驱动要素分析

首先,资源禀赋不相适应,大城市要素流动

受阻。 大城市比如北京,在减量发展措施下,人
口规模进入负增长,但同时出现人口结构老化

严重、蓝领劳动力资源趋向不足等问题,这一方

面是由于人口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结构性因素造

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策所导致的资源禀赋的

不合理流动造成的。
其次,公共服务较为薄弱,中小城市留人刚

性不足。 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资

源在空间上呈现圈层化递减特征,在时序上滞

后于人口流动,再加上行政区划分割,内外圈层

间落差更为显著,已成为制约都市圈高质量发

展的突出问题。 在三地所形成的都市圈内,由
于北京和河北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异较大,
资源分布极不平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活

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北京核心区集聚,越向

外围的圈层,公共服务供给数量越少,水平越

低[33]。 因此,改造城市副中心与新生城市雄安

均存在职住分离、人户分离等留人刚性不足问

题。 由于城市定位高但基础薄弱,高功能定位

下的城市副中心与雄安必需辅之更加完备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条件。 但目前来看,城
市副中心存在产业定位导向下发展不足以及高

素质人才向外流失等问题;雄安自身还没有形成

城市发展的造血机制,留人的要素不全、不足,
“新区冶与“故人冶的适配能力问题也很明显。

最后,交通一体化不足,行政壁垒制约了城

市群以及现代首都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从京

津冀来看,不仅人均区际和城际快捷交通(航
空、高铁、城际快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

城市轨道交通以及规模以上港口泊位数等低于

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水平,而且在首都都市

圈内北京没有与周边城市形成多中心的发达网

络格局,小空间的城际轨道连接严重不足,区域

轨道交通网络覆盖不够。 尤其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水平低,难以支撑中心城区与郊区和

周边城市的城际交通出行。 此外,京津冀三地

之间的高速路上设有重重关卡,为环京通勤人

员的通勤之路增添了很多障碍,行政壁垒严重

影响了首都都市圈交通的通达性[33],从而制约

了城市群和首都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2. 驱动机制路径分析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三地人口

聚散模式不合理、不协调,可通过城市群人口聚

散规律及驱动机制加以分析并调整(图 3)。 由

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主导的内在因素和政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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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共服务水平主导的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于北

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都市圈内部,以形成稳定的

人口聚散,即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城市发展相

匹配,人口就业、居住与产业结构深度融合等。
从驱动路径看,淤资源环境、区位要素—功

能定位(互补)—政策弹性(成本 效益决策)—
产业结构—人口聚散。 与其他城市不同,雄安

和城市副中心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发展区域,
共同构成北京的两翼。 在功能分工方面,北京

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在功能上各有侧

重,错位承接功能疏解:北京城市副中心除了成

为北京市级行政中心的集聚地外,还承担交通

枢纽的功能,以更为便利的交通一体化缓解人

口向中心城区过度集聚;雄安新区作为“反磁

力中心城市冶,与北京形成向心力与离心力的

博弈,既可平衡京津发展,又可带动河北省发

展[34]。 在经济生产中,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

通过投入要素在最优目标约束下实现要素间替

代,在“一核两翼冶的定位模式下,北京将弱化

一般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等非首都功能,加强

国家首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以及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城市副中心承接北京

中心城区功能,包括市属行政、商务服务、文化

旅游等;雄安承接非首都功能,科研、央企总部

等,通过产业的转移与重构,承接地引入高素质

人才,在疏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与产业压力的

同时,为城市副中心和雄安的发展提供了人才

源动力,实现人口聚散形式的改变。
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共

享)—留人刚性—经济发展—人口聚散。 北京

劳动力、资本要素流动更强,为其带来了强劲的

经济活力与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北京市中心

城区在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推动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转移,既是服务于当地产业

发展的需要,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公共服务水

平,推动承接地辅以更加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

和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为城市留人提供坚实

保障,从而影响人口聚散形式淤。 在行政资源

方面,随着一系列中心城区的市级行政和事业

单位转移到城市副中心,带动了公共设施及相

关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行政中心的迁

移理论上能够为城市副中心带来经济集聚效应

和公共资源空间再配置效应,吸引资本、劳动力

等生产性要素进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公共资源方面,多家优质中小学和三甲医院在

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建立新校区和新院区,增
加了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带动城市副中

心与雄安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30]。 这些

公共资源方面的改善增强了留人刚性,将进一

步促进城市副中心与雄安的发展于。

淤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新区的协同不应仅仅停留在转

移与承接北京的产业,疏解非首都功能上,公共服务一体化也

是其中重要的内涵与保障。 通过中心城市北京公共资源的辐

射与延伸,打造本地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共建民生幸福圈,
而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成熟之后,又能反哺城市副中心、雄安及

周边地区的发展,达到集聚效应,最终形成合理分工、功能互

补、协同发展的一体化体系。
于2023 年 4 月 1 日起,京津冀三地参保人员在区域内定

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即可享

受医保报销待遇,实现“一卡通行冶,进一步推进了京津冀三地

医疗资源共享。 雄安新区可以更好地借用北京市的公共服务

功能,享用北京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3. 结果分析

北京新“两翼冶建设要取得更大突破,需要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处理好同雄安新区的关

系,“两翼冶要协同发力,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

病冶问题。 当前,虽然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三

地尚未形成政策期望的城市群关系,但其功能

分工、错位发展的模式可能在既有京津冀行政

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突破“以邻为壑冶区域分割

格局,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城市副中心与雄安分

别形成新“两翼冶,打造新的增长极,再以各自

为中心带动更低一级的中心地系统发展,打造

城市群联动发展的新模式与新范本。
此外,由于当前城市副中心与雄安尚未升

级,直接采用当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能会难

以验证上述聚散规律及驱动要素是否符合现

实,也难以说明城市群间各城市要素替代、规模

互借的情况,因此通过仿真分析,在原有数据的

基础上将相关参数进行了调整与假定,并设定

多种方案进行对比,同时也提高了对其他城市

群分析的普适性。
(1)要素弹性分析

以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 2018 年的相关

数据为例,将三地的资本投入量和资源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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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式(5)进行仿真(由于在既有的研究中,水
资源通常被作为区域的资源短板,所以这里的

资源以水资源来简化替代),以观察三次产业

吸纳最大人口数量与各要素及其产出弹性之间

的关系。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县

域统计年鉴》等。 由于城市群正外部效应在同

一城市群中的效应是相同的,只有在不同城市

群中才会形成不同的变动弹性(即城市联结更紧

密,要素流动性更强的城市群正外部效应更高),
为方便分析,在此设定城市群正外部性为 1。

图 4摇 不同技术水平、劳动、资本及资源产出弹性下三次产业吸纳人口数

首先,固定政策效应系数(令 Pe = 1,代表

无政策影响),分析不同技术水平下,三次产业

中劳动、资本及资源产出弹性下吸纳人口数的

效应(图 4)。 横轴 琢 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纵
轴 L 代表三次产业吸纳就业人口数,L1、L2曲线

分别是资本产出弹性 茁 = 0. 3、茁 = 0. 2 时的吸纳

人口数;A / 棕 可表示为技术进步率,分别将其赋

值为 0. 2、0. 5 和 0. 8,作为低、中、高技术水平

进行比较分析。
由图 4 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在任

何技术水平和劳动力、资源产出弹性下,提高资

本产出弹性均可显著提高产业吸纳人口数量,说

明资本要素的投入对城市群人口发展与调控有

着重要作用。 第二,在低技术水平下,保持资本

产出弹性不变,开始时人口数量随劳动产出弹性

的提高而增加。 当劳动产出弹性提高到一定值

时,水资源产出弹性比较小,人口数量随劳动产

出弹性的提高而减少,这说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受

水资源产出弹性的影响比较大。 第三,随着技术

水平的提高,曲线形状也发生变化,随着劳动产

出弹性不断提高,水资源的产出弹性逐渐减小,
人口数量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这时人口受劳动

产出弹性的影响较大。 当劳动产出弹性提高到

一定值时,水资源的产出弹性比较小,人口数量

增加的速度比较缓慢,这说明只有当劳动产出弹

性达到一定值时,水资源对人口承载力的约束才

凸显出来,这与刘洁等的结论一致[32]。 第四,三
次产业的吸纳人口数量曲线形状不尽相同,第三

产业吸纳人口数量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 此

外,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受到水资源约束的极值

点就越高,越不会轻易达到,说明产业结构的优

化有助于降低水资源对人口规模的约束。
(2)规模借用分析

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可以凭借“规模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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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冶 [5,35]在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实现规模效应和

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城市副中心和雄安可以

借用北京的“产业规模冶以发展资本和技术淤,
进而实现产业重构,转型升级。 同时,北京通过

疏解中心城区的部分非首都功能,并通过共享

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和援建公共基础设施,提升

城市副中心和雄安的公共服务水平,助力新区

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承载力、集聚力和吸引力不

断增强,提高留人刚性于。

图 5摇 借入规模下城市副中心与雄安第三产业吸纳人口情况

摇 摇 淤“十四五冶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每年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规模,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副中心将安排近 480 项重

点工程,其中近五成投资将向民生保障、高精尖产业领域倾斜,城市功能不断提升。

于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北京积极发挥公共服务资源优势,支持雄安新区公共服务水平,以“交钥匙冶方式支持新区建设 3 所学校和

1 所综合医院。 2022 年 7 月“三校一院冶中的中学项目正式移交,“三校冶项目全部交付,医院项目将于 2023 年 9 月底竣工交付。

鉴于“两翼冶的定位,雄安新区和城市副中

心的产业承接大体上均为第三产业,因此第一

二产业的对比图未呈现。 在图 5 中,横轴 琢 代

表劳动的产出弹性,纵轴 L 代表第三产业吸纳

就业人口数,L1、L2 曲线分别是资本产出弹性

茁=0. 3、茁=0. 2 时的吸纳人口数;A / 棕 可表示为

技术进步率,将其赋值为 0. 5 作为“引进技术冶
以实现产业承接进行比较分析。 由图 5 可以看

出,理论上来讲,产业疏解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的共建共享能够通过“规模借用冶和“功能借

用冶提高城市副中心和雄安的人口承载力。 姚

常成等的研究也表明,借用规模使得城市群内

集聚经济突破了地域界限,相邻或不相邻城市

之间可以通过“共享冶和“学习冶外部性来产生

集聚经济效应[14]。 现阶段,雄安吸纳人口能力

并不显著,但是作为独立发展的城市,雄安在未

来不仅要承接企业入驻,而且要承接央企总部

或央企整体入驻,同时配套教育、医疗等国际一

流的优质公共服务系统,建设抗衡北京吸引力

的反磁力中心,其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服务质量

提升、交通便利快捷等要素均为城市人口进一

步集聚的重要引力;作为北京的一部分,城市副

中心本身具备一定的人口吸纳能力,不需要明

显的反磁力功能建设,而是应该和北京形成一

体,通过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产业承接打造北京

“后花园冶和“休闲区冶以吸引人口的进一步集

聚,形成新的人口聚散形式。
然而,实际情况中,由于公共服务功能的疏

解涉及部门利益较多,协调难度较大,尤其是北

京和雄安涉及不同的行政主体,再加上承接地与

北京在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存

在较大差距,“两翼冶建设时序和分工差别等原

因,行政资源向城市副中心倾斜严重,雄安新区

行政功能承接较少,被疏解的行政事业单位向雄

安新区搬迁进展较为缓慢,并未体现出“集中冶
承接的优势[36]。 因此,要更好地发挥“规模借

用冶和“功能借用冶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破除雄安

新区在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中的机制障碍,
创新建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的对接

机制,尤其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对接机制,以此增强

公共服务的驱动路径,形成合理的人口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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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效应仿真分析

图 6摇 不同政策效应、劳动、资本及资源产出弹性下产业吸纳人口情况

图 7摇 政策收紧和激励效应下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吸纳人口情况

城市群发展政策是政府为优化资源空间配

置,预防和解决城市群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可

能或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促使城市群协调发

展而制定与实施的一套政策体系。 城市群发展

政策目标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促进城市群各

城市个人与社会福利、实现城市群经济增长,还
包括满足人口均衡、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

发展目标。 我国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起步较

晚,不是完全基于市场需要的自发演进和市场

机制作用的发挥,而是依托城市群经济政策制

定、实施和微调的方式加快推进我国区域经济

形成和发展。 显然,我国城市群形成和发展具

有很强的政策驱动,而城市群内部的人口聚散

也同样受到政策效应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中更加显著。
不同政策效应下城市群人口聚散形式变

化。 基于上述分析,固定技术水平(令 A / 棕 =
0郾 5,代表中技术条件),分析 3 种不同政策效

应下,劳动、资本及资源产出弹性下吸纳人口数

的效应,由于三次产业得出的曲线趋势类似,因
此不区分产业类型,以总产出代替。 如图 6 所

示,L1、L2曲线分别是资本产出弹性 茁 = 0. 3、茁 =
0. 2 时的吸纳人口数;Pe 可表示为政策效应系

数,分别将其赋值为 0. 2、1 和 1. 2,分别表示政

策收紧效应、无政策效应以及政策激励效应进

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以无政策效应为对照,
存在政策收紧效应显著降低了吸纳人口数量,
同时对资本、劳动力弹性效应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并加强资源产出弹性的约束效应,使得人口

规模在缓慢增长到一定值后逐步下降;存在政

策激励效应能够提高产业吸纳人口数,同时能

够增强资本、劳动力的弹性效应,削弱资源产出

弹性的约束效应。 由此说明,政策制定者能够

通过劳动力、资本等驱动要素来调控产业吸纳

人口的数量,从而达到“以业引人、以业疏人冶
的目的。

不同政策背景下,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

人口集聚方式变化不同,政策激励效应能够提高

产业吸纳人口数,因此以城市副中心、雄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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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策激励效应对两地人口吸纳能力的影响

(图 7)。 图 7 中,Pe 可表示为政策效应系数,将
其赋值为 0. 2,1. 2 作为“政策收紧冶 “政策激

励冶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在技术水平不

变的情况下,政策收紧效应与政策激励效应均

能够改变曲线形状,政策收紧效应能够降低北

京人口吸纳能力,而政策激励效应能够显著提

升城市副中心与雄安的人口吸纳能力。 此外,
“一核两翼冶发展规划下政策效应要高于市场

效应,因此合理提升“政策弹性冶效应能够进一

步实现“以业引人冶的目的。

五、结论及其政策意义

1. 主要结论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的驱动

机制。 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与城市不同,影响

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由资源环

境决定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服务

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 在市场与政府的

共同作用下,分别通过内链与外链两条路径实

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群

自然条件有更好的可替代性、大型公共设施有

借用性、产业发展条件可在群中相互调剂,形成

各有分工,功能互补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及

产业结构条件下的就业状况是区域人口聚散的

根本驱动因素),并实现城市之间优质公共服

务资源的共建共享,达到可持续的人口聚散

形式。
城市群人口聚散的实现条件:实现人口疏

解与承接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城市间要素的可替

代性与驱动弹性,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可通过合

作机制(借用规模)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尤
其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 雄安这类多中心发展模

式的都市圈,通过产业转移与承接,公共服务功

能疏解与共享(借用功能),合理规划城市群内

的城市布局,着力提高疏解地区的要素弹性与

承接地区的留人刚性,有序疏解与引进人口人

才,提高城市群公共服务整体水平,达到“组团

式冶发展的目的。
城市群人口聚散的作用路径:在城市群体

系下,要素的流动削弱了自然资源对城市的约

束作用,提高了区域人口承载力,要素流动可通

过市场及政府两条路径实现,市场路径如提高

技术水平、提升人力资本以及相对价格变化等

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路径可通过

政府财政补贴、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导向倾

斜(国家战略实施)等宏观调控等途径实现。
城市群人口聚散的政策效应:政府有意识

的调控和引导是影响城市和区域结构发展的主

要力量之一。 目前国家已出台多项城市群规划

政策,合理利用“政策弹性冶效应能够达到“以
业引人、控人、疏人冶的目的,但政策的时滞性、
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带来的人口惯性增长

同时也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2. 政策应用

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有其独特性,根据城

市群特殊的人口聚散规律,可以通过以下政策

措施来提高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促进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
第一,要在城市群内部实现稳定的人口集

聚方式,需要正确认识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与城

市功能定位的内涵。 资源环境约束不一定是刚

性的,人均资源需求既具有弹性也能在城市群

内部城市间相互借用。 通过有序疏解、集聚人

才、吸纳优质资源形成人力资源层级合理、人口

结构优化均衡的新格局,以城市功能定位带动

产业集聚,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促进产业

集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以公共服务一体化

建设带动人口集聚,从而打造人口承载力提升

的活力城市群。
第二,以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契机,强化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城市间产业

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城市群人口与产业协调发

展。 城市群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要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市场

环境,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建立城市群之间的合

作竞争机制,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功能布局与产

业布局,在规模和功能借用后加强城际间产业

的分工与协作,完善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实现

城市功能的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有序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引导人口流动,以产业

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促进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
从而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发展和人口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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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第三,改革管理体制,均等化城市群内部的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 产业布局引导人口

流动的必要条件是通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城市

群内部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应通过多种形式的城市群协同机制

推动公共服务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借用。 在该方

面,北京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有所探索,且这其中

诸多先行措施均有全国复制性:设立了相对具

有权威性与执行力的管理机构,并依法赋予了

通州区与北三县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明确统一规划、标准、政策等施行口径,并在区

域一体化产业协作、公共服务共享、基础设施互

通等方面部署了相关项目,就原有的硬性互通

障碍(如进京检查站)也提出了若干疏障措施,
这样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

化,形成与城市群和群中各城市功能定位相匹

配的人口聚散形式。
第四,明确功能定位,因地制宜推动城市群

特色发展。 不同城市群的规模差别、区位差别、
功能差别均使得无法以同一套标准去规划其发

展,需因地制宜,差异化施策。 对于首都都市圈

而言,要做好大城市、改造城市与新兴城市的疏

解与承接工作,新城旧人都要兼顾。 对于大城

市来说,北京市人口经过多年的“疏解整治促

提升冶专项行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未来要更

加注重“优布局冶和“优结构冶,政策制定中要更

加关注人口结构与分布;对于改造城市和新兴城

市来说,合理的人口布局理应与城市定位相结

合,在引进并留住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形成与原

住民相容的人口结构,借助原住民的消费支撑当

地的服务业健康发展,使都市圈率先发展为“朋
友圈冶,进而带动京津冀城市群真正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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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因素研究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and Driving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鄄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 LIU Jie1, WANG Ya2, SU Yang3 ( 1. Business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s a goal that is easier to achieve i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driving factors that affec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similar to cities in some aspect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determined by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dominated by
policy guidance and public service level.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orm two mutually influencing driving paths through the inner chain and the
outer chain respectively, which jointly affect the population gathering and disper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ome factors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ities: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can
exchange and replace elements through “borrowed size冶 and “borrowed function冶, making it easier to
overc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barriers and achieve higher overall efficiency in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human resourcesand other eleme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w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convergence and dispers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 mathema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using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ntroducing resource and policy elements, and a simulatio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one core and two wings冶 structure in the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trength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ach driving factor on population convergence and dispersion.
The key to achieving population dispersion and succession is to improve the substitutability and driving
elasticity of elements between cities. The exchange and substitution of elements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operation mechanisms ( borrowed size). On this basis, we
propose tha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uld be
promoted by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and urba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aking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n opportunity,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driving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etween cities
through the rational layout of industries;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ducing the barriers of
provincial boundaries and registered residence to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fostering the formation of population gathering and
dispersion that match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cities in the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driving factors; borrowed size; borrowe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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